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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危机的应对

张 昭 国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伴随着人民公社而兴起的农村公共食堂，已经面临着诸多问题。采取何种措施应对食

堂危机，不仅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经济发展走向。深刻总结中国

共产党应对公共食堂危机的历史经验，对处置和谐社会构建中出现的公共危机无疑具有借鉴意义：第一，制订

公共政策时，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当公共危机发生时，要注重调查研究；第三，当

政策与现实发生矛盾时，要尊重事实，及时作出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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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伴随着人民公社而兴起农
村公共食堂，已经面临着诸多问题。为此，全党全
国人民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并为之
付出了巨大代价。尽管最终解散食堂的决定来得
迟了些，但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符合社会发展
要求，是党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由空想到务实的重
要一步。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应对公共食堂危机
的历史经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公共危机的
处理无疑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前就已出现。

“大跃进”运动发起后，由于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和积肥运动、深翻土地的大兵团作战以及各
地大办工业和大炼钢铁，造成农村劳动力紧张，客
观上需要广大妇女摆脱家务投入到生产第一线，

于是农村出现了农忙食堂，一些地方还办起了常
年食堂。１９５８年９月，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
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
发室、公共浴池、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
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

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１］４９４９月１日，

《红旗》杂志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

并刊登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

星公社的简章。简章明确提出：“公社要组织公共

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
放出来。”［１］４９２９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

扬嵖岈山卫星公社的供给制与公共食堂。自此，

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被
看作是解放妇女、节省粮食和劳动力甚至是消灭
私有制残余的“共产主义萌芽”而被大力提倡。此
后，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到１０月底的不
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２６５万个，在
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７０％、８０％到

９０％”［２］。至年底，全国的公共食堂达３４０多万

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９０％。

然而，公共食堂自成立伊始，就大刮“一平二
调”的“共产风”。１９５８年底，粮食出现短缺现象，
“吃饭不要钱”的现实利益也不再具有诱惑力，种
种矛盾渐渐暴露，农民最初对公共食堂及共产主
义憧憬的热情逐渐冷却，形势急转直下，人们从理
想的巅峰旋即跌落于现实的低谷。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以求巩固人民公社，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
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纠正觉察到的
“左”倾错误时，开始对人民公社及农村公共食堂
进行整顿。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办好
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公

共食堂要管理民主化”［１］５２０。１９５９年５月，中央

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应该分
配到户”等原则，农村公共食堂在１９５９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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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初步整顿，一批经营管理不善的食堂被解散，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缓
解了各方面的紧张关系。

二

１９５９年８月，彭德怀等同志在庐山会议对
“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农村公共食堂提出批评
意见，引起毛泽东同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声色
俱厉地批评解散食堂是“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
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３］４１０，说解散
安徽无为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张恺帆是“站在资产
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
党”［３］４３１。拥护还是反对公共食堂被当做是否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拥护继续跃进的标志之一以及

两大对抗阶级的分水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百
天之内，全国各地一刀切地恢复公共食堂。据国
家统计局统计，截至１９５９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
共食堂３９１．９万个，参加食堂人数约４亿人，占人
民公社总人口的７２．６％，河南、湖南等个别省份
甚至达到了９７％以上。
虽然这次公共食堂的兴起比初期建立时相对

要规范得多，普遍推行了中央倡导的“指标到户，
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原则，基本杜绝
了“敞开肚子吃饭”的混乱局面，但是，它不仅没有
丝毫减缓农业经济的严峻形势，而且其自身的弊
端也无法克服。除给社员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利、严重的平均主义和极大的浪费外，它也给管理
经营人员、社队干部的贪污腐化提供了条件，造成
干群关系紧张。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公社山河大
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
都多吃、偷吃、吃好。据后来初步统计，仅大队的
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１８００多斤［４］。

１９６０年５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向中央的
报告称：“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
浪费、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等行为，更是发展到了
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为此，他明确要求：“公社
干部不准单独办食堂。”［５］２０７－２０９

１９６０年底和１９６１年初，随着大饥荒的蔓延，
全国农村绝大多数食堂已经无米下锅。为重点解
决农村政策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
派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等省进行调查研究，
考察人民公社问题和农村工作。经过一系列艰苦
细致的调查研究，各调查组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
发现了许多问题。１９６１年２月，毛泽东在听取各
个调查组的汇报时触动很大，他不仅对食堂的形
式有了较过去灵活的说法，而且已经认识到食堂

的一些弊端。１９６１年５、６月间，中共中央北京工
作会议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将原草案
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社员口粮必须分
到食堂”改变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
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
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对于参加和不参
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
何的歧视”［１］６４４。这样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允许公
共食堂停办，从而使人民公社化以来用行政命令
大办食堂的“左”倾错误得以纠正。《农业六十条》
修正草案下发并逐步实行后，难以为继的农村公
共食堂旋即化为乌有、烟消云散。

三

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变
革的加剧，公共危机事件处于高发期。中国共产
党应对人民公社时期食堂危机的经验十分值得借

鉴：
第一，在危机发生的阻源机制上，制订公共政

策时，既要结合我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又要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根本目的来讲，也是为早日实
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让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而悲剧恰恰在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建
立在超越阶段的空想之上，忽视了当时的基本国
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建立公共食堂的决策，完
全是为了服从服务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公
共食堂被误解为在分配方式上的共产主义因素。
所以，群众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不单
是生活问题，被抬高成了一个方向路线的重大政
治问题。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举办，并
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情状况，不但没有带来生产
力的发展，反而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就是因为
脱离中国国情，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
出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另外，从食堂发展的
历程中看，虽然广大农民最初对公共食堂的兴办
怀着美好的憧憬，但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使他们正
视与反思最初的热情。当１９５９年对食堂进行整
顿时，一大批食堂纷纷解散，山西省参加食堂的人
数“一度剩下不到农村人口的２０％”，湖南省有农
民甚至要求“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
私灶”。群众理性地总结出办食堂的四大坏处：一
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四是
不利生产。甚至利用歌谣的形式对公共食堂作了
讽刺：“一天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一钱，饿不
死炊事员”；“长得胖，长得粗，不是干部就是伙夫”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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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广大人民对食堂的怨愤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
但是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这种呼声却没有引起全

党的重视，各大报刊上还是热衷于食堂“优越性”
的广泛宣传，致使广大农民经受了三年之久的食
堂之灾，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
坏。
第二，当公共危机发生时，要做好调查研究。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由此
制订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
设、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公共食堂开始兴办时，党
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对这一新生事物持赞成态

度。１９５８年７月，刘少奇视察山东农村，对公共
食堂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它使家务劳动集体化，
能使妇女更好地参加生产、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同年８月，毛泽东也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农村视
察，对公共食堂持满意和肯定态度。在１９５９年食
堂整顿时，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
示》中还一再提出既要使参加食堂的社员真正自
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
散。直至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央还在《关于农村人民
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强调，“公共
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并且认为公共食堂是“必
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
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
斗争的地位上来”。但是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包括毛
泽东在内的大部分中央领导，都对食堂有了新的
认识，这一转变，皆因调查研究之故。
为摆脱中国经济困境，寻找问题的症结，１９６１

年初，毛泽东疾呼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
组建了三个调查组，制定了详尽、周密的调查计
划。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
领导人及各级机关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
获取第一手资料。这次党政机关的大规模调查研
究，对最终彻底放弃公共食堂，起了非常关键的作
用。刘少奇在调查中果断地指出：“食堂没有优越
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
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
能再浪费下去。”［６］朱德、周恩来经调查后，向毛泽
东写信直言不讳地反映地方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怨

恨与不满，“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
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７］。毛泽东派往湖
南的调查组在调研报告中也大胆地提出：“我们遇
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从群众的反映
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

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主要是
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
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
中引起了许多不便。”报告直言“大多数食堂势在
必散，而且散了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
利”；“群众要求解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
越快越好”［５］４６８。正是这次调查研究，使党掌握了
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了群众的真实意见，使毛泽
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弊端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和深

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思想也越来越向实际靠
拢，最终使彻底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时机趋
于成熟。
第三，当政策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一定要尊重

事实，及时作出政策的调整。作为政治系统输出
的主要内容，政策本质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
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

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
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
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

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
在此情况下，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好政策
的适时调整。
当公共食堂的政策最初出台时，其被认为是

“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８］，甚至总结
出公共食堂的十大好处，宣传也达到了登峰造极
的程度。然而当全党经过调查，很快发现政策与
实际相脱离，公共食堂其实是有悖常理的癫狂、异
想天开的荒诞，于是，我党很快作出了政策调整，
使取消食堂不再成为政治问题，从而为农村生产
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创造了良好条件。
总之，面对农村逐步发展起来的食堂危机，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因为党内政
治分歧而延误了对食堂危机的处理，但最终还是
放弃了将之视为“阶级斗争问题”而加以反对的最
初要求，并正视公共食堂缺点的存在，甚至纠正曾
经一度认可的看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协调好
党同农民的关系，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促进了农
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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